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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差异背景下的 “乡村幻象”
———城乡体验真人秀的意识形态解读

韩　 程

摘　 要： 以城乡差异为背景的社会体验类真人秀表现了勇于改进的叛逆城市少年形象， 并且该形象与

“城市” 之间形成了寓言性互指， 由此揭示了作为 “第三空间” 的城市的 “混杂性” 和乡村作为 “原初文

化” 的意识形态角色。 在此基础上， 藉由齐泽克的意识形态理论， 返回乡村可被解读为是信仰的一种物质

化形式， 从而指证 “意识形态幻象” 即 “乡村幻象” 的存在。 乡村幻象不仅构建了社会现实， 也是在无

意识层面抗衡市场负面影响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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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意识形态概念在齐泽克的理论中， 被扩展、 划分为三块： 作为观念复合体的 “自在意识形

态”， 指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 客观形式的 “自为意识形态”， 以及最难以捉摸的、 在社会 “现实”

之心脏起作用的 “自在自为意识形态”。 具体来说， 自在自为意识形态是指 “隐含的， 准 ‘自发’ 的假

定和看法的难以捉摸的网络形成 ‘非意识形态’ （经济的、 法律的、 政治的、 性的） 实践的一种不能复

归的瞬间再生产”。［１］齐泽克以拉康精神分析视角重新解读了马克思， 指出 “商品拜物教” 其实就是一

种自在自为的意识形态， 其中隐含的、 准自发的假定指的是对商品的无意识幻觉， 正是这个幻觉支配

了人们的商品交换行为， 人们 “在实践上而非理论上， 是拜物教教徒”。［２］ 这种被人们忽视的无意识幻

觉， 齐泽克定义为 “意识形态幻象”， 并论证， 正是意识形态幻象构建了社会现实和主体。 他同时指

出， “市场的超意识形态控制就是一个绝妙的意识形态姿态”，［１］（２０）我们远不是一个后意识形态社会， 而

是正处在一个意识形态无比强大的时代。 据此， 笔者追问并论证： 在我国语境下是否有不一样的 “意

识形态幻象”？ 是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是一种自在自为的意识形态， 并因此有能力在同等的无意识层

面抗衡全球推进的自在自为市场意识形态的无序和负面影响？ 本文将通过对城乡体验真人秀的意识形

态解读尝试回答该问题。

该类真人秀以 《变形计》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 ２０１２—）， 《爸爸去哪儿》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等为突出

案例。 从 ２００６ 年到 ２０１５ 年， 《变形计》 始终以城乡差异、 贫富差距为背景， 讲述沉迷于网络与物质的

叛逆城市少年如何在贫困乡村体验生活、 改变自己、 重返校园， 表现了其既拥有物质财富、 现代文明，

又本质善良、 品德高尚的形象。 节目对城市的表现集中在物质财富、 现代文明， 对乡村的表现则集中

在艰苦贫瘠和乡民的坚忍。 本文以近四年 《变形计》 片花为起点， 指出耽于享乐、 “迷惘” 的城市少年

寓言性地指认了充斥着竞争的城市， 揭示乡村作为国家 “原初文化” 之所在， 并论证， “返回乡村”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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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正是基于 “乡村幻象” 之上的信仰的一种物质化形式， 这个中国语境中的乡村幻象正是规束经济全

球化背景下的市场意识形态的力量。

一、 寓言性指认

“如果有一天， 我的理想被风雨淋湿， 你是否愿意回头扶我一把； 如果有一天， 我无力前

行， 你是否愿意陪我一个温暖的午后； ……如果那是一个你不熟悉的家， 你会不会把善良当作

路牌； 如果这是一个国家的未来， 你是否让他酣睡不再彷徨； 变形计， 一份来自远山深处的力

量。” ——— 《变形计》 片花旁白

杰姆逊指出， “ ‘寓言’ 是一种 ‘符号的叙述’， 其重要特点在于叙事符号性的指向某些行为或状

况”。［３］旁白中被风雨淋湿的 “我” 既指称叛逆城市少年， 也寓言性的指称被无序市场竞争冲击的城市。

“我＋你” 是一个理想的合体， 现代、 文明、 高尚、 善良、 坚忍、 兼具责任心， 也寓指市场带来的物质

繁荣和社会主义道德的兼备。 当 “我” 没有力量前行时， 可以扶持 “我” 的这个 “你” 正是指认远方

的乡村及其代言的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文化。 “城市” 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得不被卷入经济全球化， 可能

会被市场冲击而 “迷失”、 “忘却”， 然而， 只要听从内心的、 本质的 “善”， 就可以找到回 “家” 的

路， 这个 “家” 就是指作为中国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文化摇篮的 “乡村”。 因此， 节目表达的是， 中国

的城市有一个扎根于乡村的社会主义的 “本”。 当乡村被主人能指 “社会主义” 缝合时， 城市则面对主

人能指 “市场主义” 和 “社会主义” 对其缝合权的斗争。 城乡对立在这个意义上是暗指了个人为先、

竞争为上的市场自由主义和推进公平、 集体共享的社会主义之间的领导权斗争。 城市期望通过源起于

乡村的社会主义文化来管控、 调节无序市场行为、 拜金主义和占有性个人主义等， 并借此进一步消弥

其他不良现象如精神的荒芜与异化、 贫富阶层的分裂等。 而这种可能性正是通过返回乡村、 勇于改变

的城市少年获得表达。 迷失在物质消费中的都市少年象征着迷惘在商品、 金钱、 资本幻象中的城市。

当少年通过体验乡村生活而改变自己， 变得成熟、 无私、 富有责任心时， 表达的是城市对城市自身的

期望。

Ｐｉｃｋｅｒｉｎｇ 和 Ｋｅｉｇｈｔｌｅｙ 论证， 当代社会中， 社会达尔文主义触发了人们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感， “并

成为温床激起人们对于一种美化了的、 选择性建构了的 “过去” 的渴望”。［４］ 这个被渴望的 “过去” 在

中国语境中表达的是对贫富均衡的诉求。 推行土改、 计划经济的 “乡村” 则具象化了这个 “过去”。 尤

其是内战时期的乡村， 军民建立了稳固的和谐关系， 艰苦奋斗， 相互扶持。 这份紧密团结、 患难与共

已经刻进了社会主义话语中， “以辛勤劳动为荣、 以好逸恶劳为耻； 以团结互助为荣、 以损人利己为

耻； 以艰苦奋斗为荣、 以骄奢淫逸为耻。” 辛勤农耕就是艰苦奋斗， 军农团结就是无私互助和集体共

享， 节俭作风更是一种美德。 乡村能指， 长久以来就已被主人能指社会主义所缝合。 节目中， 作为老

革命根据地的乡村也屡次成为拍摄地， 从而传达一份政治信息， 如红色娘子军的故乡、 海南的万泉河；

红军会师之地甘肃会宁； 红歌 《东方红》 诞生地陕西佳县等。 在节目的表述中， 乡村就是国家 “原初

文化” 的源头， 节目就是在选定的乡村感受社会主义原初文化之旅。

齐泽克论述， 在自在意识形态中， 固定 “漂浮能指” 意义的第一步就是主人能指的缝合， “众多

‘漂浮’ 的能指， 众多原型意识形态因素， 被结构成一个统一的领域， 这是通过某一 ‘纽结点’ （拉康

所谓的缝合点） 的干预完成的， 它将它们缝合在一起， 阻止它们 滑 动， 把 它 们 的 意 义 固 定 下

来”。［２］（１２１－２２）其次， 哪种话语能最终 “占有” 一个概念 （能指） 取决于话语领导权的斗争。 在中国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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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话语领导权的斗争中，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在抗衡以自由竞争为核心的市场全球化话语， 努

力 “占有” 城市这个能指， “城市” 的意识形态意义因此处于不断的转变和混杂中， 城市变成文化与话

语的 “第三空间”。 第三空间把 “封闭的非此即彼逻辑转化为辩证意义上的两者或双方的开放逻辑”，［５］

其 “不是一个空间， 也不是一个地点。 它是一个场域”。［６］ 第三空间的活力和开放性强迫卷入其中的文

化因素即兴发挥、 无时无刻的彼此斗争。 城市因此处于一个不间断的转变、 反复定向的过程中， 改变

及改变的可能性总是存在， 以此注解在探索中前进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之路。

二、 作为 “第三空间” 的城市

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推行可以追溯到列宁的 “新经济政策”。 １９２２ 年 ２ 月， 布尔什维克赢得

内战后推行许可更宽松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的 “新经济政策”， 齐泽克指出， 列宁使用了登山者在征服

新高时， 在第一次尝试未果情况下必须后撤以重新规划路径， 来类比、 形容革命过程， 并说明这并不

会背叛最初的目标。［７］推行市场经济改革是为了征服贫困， 完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建设， 并避免敌对

资本主义势力对党的颠覆。 在市场的推动下， 我国的城市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然而， 竞争

性、 占有性的个人主义也无可避免的触发部分人群的唯利是图和精神异化。 同时， 在以西方为标准追

赶现代化时， 城市实际一度处于模仿中。 当西方以东方为对立面强调其 “先进与优越” 时， 城市曾意

图否认与乡村的同一性， “通过疏离这种历史性来获得面向西方的自我确立和想象”。［８］ 某些香港同胞的

态度恰成为此处的注解， Ｊａｃｑｕｅｓ 认为， “某种程度上， 他们认同西方人而不是大陆人， 主要就是因为财

富和与之相随的社会地位”。［９］作为市场经济成果的获益者， 城市人享受优越生活， 某种程度上认同西

方并不罕见。 然而， 社会主义国家的城市， 作为社会主义实体， 又必然无法认同资本主义体系。

因此， 一个改进了的、 可识别的他者才是中国语境中的城市可以接受的对自身的建构， “一个不一

样的主体， 几乎一样但还不是”。［１０］也就是说， 城市可以 “模仿” 现代化要求的种种表象， 主动参与全

球化市场的游戏， 但是其必须重申社会主义的 “根本”。 “模仿” 在这里有了更深入的意义， “是作为

表现一种 ‘相异性’ 而出现， 因为其自身就是一种否认的过程”。［１０］（８６）如此， 我国语境中的城市发展的

目标还包括了削弱市场主义中的无序竞争、 占有性核心及其对国家主权的挑战。 正如拉康所言， “模

仿” 成为一种在人类战争中实践的伪装、 迷彩手法， “这不是为了融入背景， 而是为了对抗一个斑斓的

背景而让自己也变得斑斓”，［１１］以此来保护自己、 对抗外来威胁。 霍米巴巴进一步指出， “模仿必须不

断的生产滑跌、 过量及不同”。［１０］（８６）这正是指出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市场冲击与国家规束之间的动态

关系， 注解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中国特色”。 因此， 乡村作为革命力量和原初文化的源泉， 成为社

会主义城市积极重温并赖以抵抗、 消融市场负面冲击的力量。 上述 “真人秀” 的电视节目寓言性地揭

示了不断变化、 重写中的城市的混杂性， 城市成为一个文化与话语混杂的第三空间， 一个领导权的斗

争之所， 而乡村则代言国家的原初文化。

然而， 必须看到， “模仿” 也具有形成 “内在主观态度” 的风险， 有可能会因此提供一个内在的主

观信仰而导致市场化的无序推进。 如 Ｆｉｓｈｅｒ 评论，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总体上的特征， 如齐泽克所指

认的， 就是对于信仰———也就是内在主观态度———的强调。 只要我们在内心深处相信资本主义是坏的，

我们就可以继续自由的参与资本主义交换”，［１２］ 行为就建立在对于资本主义的否认上———我们能够在行

动中推崇市场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在脑中与之保持了一个对立性的距离。 据此推想， 话语中 “完美” 城

市少年的建构就可能会导致一种潜在的犬儒主义。 这种否认就可能会变成一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陷

阱， 一个我们愉快地跌入的陷阱， “对于内心主观陈述的推崇本身就是一个意识形态行为”，［１３］ 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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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盖 “资本的运作根本不依赖任何主观信仰” 的事实。［１２］（１２－３）因此， 社会主义原初文化， 作为话语层面

的自在意识形态， 可能无法构成对自在自为市场的有效抗衡。 但是， 本文论证， “返回乡村” 是一种传

达了政治信息的实践行为， 其存在恰恰表征了一个物质化了的信仰。 据齐泽克所言， “信仰， 远不止是

一种私密的、 纯思维的表述， 它总是被物化在我们有效的社会活动中”。［２］（３３） 同时， 正是这种物化的信

仰在支持一个幻象， “外部的习俗总是对主体无意识的一种物质化的支持”。［２］（３９） 也就是说， 返回乡村、
追溯原初文化的行为是信仰物质化的一种形式， 正是这种信仰支持并指证了对乡村的无意识的、 立即

的、 隐含的假定， 也就是一个被忽视的对乡村的幻觉， 一个 “意识形态幻象”。

三、 作为 “意识形态幻象” 的乡村

意识形态幻象的作用， 如齐泽克论述， “是构建一个社会真实存在的感知， 一个没有被对抗性分裂

撕裂的社会， 一个各方面都有机互补的社会”。［２］（１２６）在反犹主义中， 犹太人被当成 “一个外在因素， 一

个外部躯体， 将腐败引入了健全的社会网络之中”，［２］（１７６） 社会危机因此变成了是外来因素介入的后果。
纳粹德国的社会结构性对抗被转变为种族差异， 一个内在的结构性限制被符号化， 转变为一个外来的

障碍。 犹太人， 正如齐泽克所言， 成为了 “一尊物神， 它既拒绝又体现了 ‘社会的’ 结构性的非可能

性： 好像在犹太人的形象中， 这种不可能性已经获得了实证的、 可触的存在”。［２］（１７６） 也就是说， 幻象

“ ‘赋形’ 于、 物化了某个疆界， 或者说得更准确些， 它把不可能变成了被禁止”。［１４］因此， 社会幻象是

对应于 “对抗” 这个概念而存在的。 对抗， 用一种实在界的逻辑来解释， “恰恰就是这样的一个不可能

的内核， 是某种限制， 它本身什么也不是； 人们只是从其一系列的结果中， 回溯性地将其作为永远逃

避其结果的创伤点构建起来； 它阻止社会领域的关闭”。［２］（２２３） 而 “幻象恰恰是掩饰对抗性裂缝的方式。
换言之， 对于意识形态来说， 幻象是预先考虑到自己失败的一种手段”。［２］（１７７）

在当下中国语境中， 贫富、 城乡差距作为一种显象， 恰好占据了这个对抗性裂缝的位置， “对抗”

不是内在于社会的差异， 它仅仅借助于社会差异和矛盾才能阐明、 显现自身。 然而， 乡民怎能被排斥？

更不能被当成是经济的负累， 实际上， 乡民是国家原初财富的创造者， 是农业支撑了城市工业化最初

的资本积累和粮油保障。 因此， 在意识、 理性层面， 一方面城市的物质繁荣在节目中被归功于现代知

识、 文化资本， 以此重申 “知识改变命运”； 另一方面乡村成为原初文化发源地， 其文化被征用、 以抗

衡占有性竞争带来的不良影响。 而在无意识层面， 通过这个 “返回乡村” 行为， 通过乡村原初文化的

话语， 我们可以推导出隐含的对 “乡村” 的预先假定， 即 “乡村幻象” 的存在。 乡村幻象和犹太人幻

象作用一致， 但基于此的实践、 行为却大相径庭， 这一点可以看做是本文沿着齐泽克的思路进行的

“理论的增值工作”， 因为齐泽克的文本是 “罗兰·巴特所谓的 ‘可写文本’ 的范例”，［２］（６） 但其毕竟缺

乏对我国国情的深入理解。 在某种意义上， “上山下乡” 运动， 城市发起的对乡村的慈善活动， 以至建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践， 都可说是指认了、 物质化了一种中国语境中的、 集体的、 无意识的、 对于

乡村的假定。 乡村幻象在一系列实践行为中被表征， 不仅是一个保护性的屏障， 即阻止实在界意义上

的 “对抗” 的入侵， 同时也作为一种规束全球化市场的无序推进及其负面影响的力量而发挥作用。 对

于公众来说，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因此获得了平衡。 乡村成为一个实证的、 可触的、 掩盖不可能性的

存在。 实在界的幽灵、 社会对抗的不可能性正反映在乡村幻象中， 其将社会构建为一个新层面上的和

谐与统一。

四、 乡村意识形态的有效性

意识形态， 正如齐泽克论述， “就其基本维度而言， 它是用来支撑我们的 ‘现实’ 的幻象建构： 它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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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 ‘幻觉’， 能够为我们构造有效、 真实的社会关系， 并因而隐藏难以忍受、 真实、 不可能的内

核”。［２］（６４）在中国语境中， 乡村幻象拒绝了创伤性的内核， 提供了一个各方面都 “有机、 互补” 的无裂

缝社会图景， 意识形态不是梦一般的幻觉， 让我们逃离无法忍受的现实， 而就是社会存在。 受众关于

乡村体验效果的怀疑则进一步阐明了乡村意识形态的有效性。 如一位网友留言， “环境的确能改变一个

人， 可是七天对一个人的行为习惯的影响有多少？ 仅仅七天就真的能改变过去十几年的生活模式

吗？” ［１５］在本人组织的焦点组访谈中，① 也同样有组员怀疑短短数天乡村体验对孩子影响的持久度。

首先， 正是这一点说明了意识形态幻象与意识形态能指秩序之间的距离。 齐泽克认为， 意识形态幻

象及叙事要运作良好， 就需要有反意识形态认同模式来支撑意识形态运作， 当然， 反认同不同于颠覆

意识形态， 而是强调意识形态幻象必须 “保持 ‘内隐’ （ 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性质， 它必须与它所支撑的外显的意

识形态能指秩序 （话语体系） 保持一定距离， 并作为意识形态法则的僭越而运作”。［１６］ 此处， 恰恰是对

乡村体验效果的怀疑、 对少年回到城市后又回复原样的可能性的猜测， 支撑了乡村幻象的意识形态功

效， “正是当我们保有警觉而认为我们并不完全等同于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之下有着丰富的一个人之所

以为人的特质时， 意识形态认同便施加在我们身上， 并抓住了我们： ‘并非全部都是意识形态， 意识形

态面具之下， 我也是个人’ 这样的说法， 就是意识形态的形式本身， 也是意识形态的市价功效”。［１７］ 因

此， 即使对乡村体验效果抱有怀疑， 受众还是相信这些城市孩子或多或少都会改变， 为孩子报名参加

节目的家长也是络绎不绝。 正如一组员所说， “我就想把我儿子送去乡下待一个月， 肯定有好处”。

其次， 面对这样的情况， 齐泽克可能会论述说， 这并不是受众相信这样的影响， 而是 “乡村” 代

替受众相信返回乡村的效果。 正如他指出， 资本主义时代， 人们已经被从意识形态迷信中解放出来，

不再相信封建时代人与人之间的被神秘化的主仆关系。 他们认为， 自己是商品交换中理性追求自我利

益的个体。 然而实际上， 这份神秘化的、 应该被理性击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转而体现在物与物的

社会关系中； 人们已经不再相信， 但是物 （商品） 为了人们还在替人们相信这样的关系。 由此， 斯洛

特迪基克所说的 “他们很清楚自己的所做所为， 但他们依然我行我素” 应该被解读为 “他们知道， 在

他们的行为中， 他们在追随着幻觉， 但他们依然我行我素”。［２］（４５－６）齐泽克关于商品的论述是正确的， 但

是却不能照搬套用在对中国乡村的分析中。 这里涉及到的问题是， 乡村幻象究竟是不是一个结构性

“误认”② 和替换的结果？ 齐泽克论述， 犹太人被挑选出来在反犹主义系统中扮演 “犹太人” 角色是偶

然的。 而在我国， 乡村并不是偶然地被挑选出来扮演 “乡村” 的角色。 历史上或者说政治上， 乡村在

内战时期的重要地位和经历的一系列变革， 对乡村幻象的形成至关重要； 经济上，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长期主导农业生产， 农田耕地集体所有制也正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 再从现阶段农业生产所决定的

乡村特质来看， 涵盖了艰辛劳作、 互相帮助和勤俭节约， 正是这些决定了城市少年的体验内容和感知。

因此， 对乡村的隐含的前理解指出了其作为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的存在， 乡村特质是在革命斗争和计划

经济的实行中形成的， 因此， 乡村幻象不能说是一个纯粹结构性误认或替换的结果。

五、 结 　 　 语

通过将叛逆少年送返乡村， 《变形计》 塑造了一个勇于改变的城市少年形象， 表达了对富裕、 现

２０１

①

②

采用滚雪球抽样， 笔者于 ２０１１ 年初在芜湖和杭州两城共组织四个焦点组， 芜湖焦点组 Ａ （Ｙ） （２０－３５ 岁）， Ｂ （Ｍ） （３６
－５０ 岁）； 杭州组 Ｃ （Ｙ） （２０－３５ 岁）， Ｄ （Ｍ） （３６－５０ 岁）。 焦点组成员均为出生于乡村， 后搬迁至城市。

误认， 齐泽克解释为， 是 “关切结构网络和其构成因素之间的关系： 真正的结构效果， 既各种构成因素之间的关系网络

的效果， 表现为某一构成因素的直接财富， 而且好像这个财富也属于各种因素关系之外的某一因素”。 同参考文献 ［ ２］， 第 ３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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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高尚的未来的渴望， 也是对市场负面影响的批判。 尤为重要的是， “返回乡村” 揭示了乡村幻象，

换言之，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是在社会 “现实” 之心脏起作用的 “自发” 的意识形态， 由一系列实践

所支持的、 自在自为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有能力在同等的无意识层面上抗衡、 管束和混杂市场意识

形态， 而无需仅仅依赖作为自在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道德在话语层面对市场主义的规范。 因此， 中国

并不是齐泽克所言的 “为了成为新的超级大国而无原则接受资本的驱动”。［１８］ 乡村幻象以及基于此的实

践正是抗衡市场负面效应的一种活力， 延续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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